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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蒲鲁东所有权理论的初步批判与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私有财产

批判理论的再定位

卜祥记 任智勇

摘 要  从私有财产批判入手展开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工作，在这个解剖过程中深化对

市民社会内部结构及其历史运动的理解，进而走向唯物史观的创立，是解读《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语境。对这一语境的考察，需要高度关注马克思对蒲鲁东

所有权理论的批判。以此为参照重新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私有财产批判逻辑，

可以发现马克思在私有财产批判问题上取得了以下理论进展：通过异化劳动说明私有财产，

实现了对私有财产历史来历的说明及其自然合法性的证伪；基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考察动

产战胜不动产的私有财产的历史运动，确证了劳动作为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秘密；将作为私

有财产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建立在“经济的运动”基础上，进而展开了劳动的理论线索；在推

进私有财产批判工作的同时，揭露了蒲鲁东所有权理论的改良主义本质及其为工业资本服

务的现实基础，实现了对以蒲鲁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思潮的具有原则性理论

高度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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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马克思对蒲鲁东所有权理论的批判，在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

手稿》）中的私有财产批判理论的考察中，我们尝试证明以下观点：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对私有财产

的考察和批判，特别是运用异化劳动理论说明和批判私有财产、通过考察私有财产历史运动确证对劳动

作为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秘密、以建立在“经济的运动”基础上的共产主义来扬弃私有财产等理论工作，

既超越了蒲鲁东以“工资平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改良方案，又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彻底否定

和全面证伪，同时通过对市民社会内部结构及其历史发展的深入考察和对扬弃私有财产现实道路的追

问，站在了创立“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理论起点上。

一、问题的提出

毫无疑问，《1844年手稿》堪称20世纪以来最具传奇色彩、争议最大的马克思早期著作。在20世纪

80年代之前，这部手稿的出版引发的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的理论热潮，以及与之相关的两个“青年马

克思”之间的理论争议，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苏联和东欧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

内学界围绕《1844年手稿》展开的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一度再现了国外学界的相关争论议题，在

《1844年手稿》的理论定位、“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思想关系、《1844年手稿》中是否存在走向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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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史观的理论因素等一系列问题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见解。由于这一时期争论的突然中断，很多理论

问题并未得到充分讨论，以至于国内学界至今在上述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巨大分歧。深入分析《1844年手

稿》中的私有财产批判思想，有助于合理确定该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的理论定位。

应当看到，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1844年手稿》中三个笔记本的理论主线。马克

思正是从私有财产批判入手展开市民社会解剖工作，在此过程中深化了对市民社会内部结构及其历史

运动的理解，从而一步步走向唯物史观的。回顾青年马克思理论探索历程亦可发现，马克思对私有财产

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存在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意识到私有财产代表的私人利益同理性国家之间的冲突。在《关于林木盗

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立足于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将保护林木所有者私人利益的贵族的习惯法

同穷人捡拾枯枝的习惯权利对立起来，并以此为农民利益辩护，认为贵族的习惯法以对穷人习惯权利的

剥夺为前提，因而是“不自由的世界”中的“不自由的法”，从本质上说同“合理的法的概念”相抵触［1］

（P248，250）。然而，“林木盗窃法”的被通过使马克思意识到现存国家机构正在“沦为林木所有者的工

具”［1］（P267），迫使马克思开始反思黑格尔的国家学说。

在《克罗伊茨纳赫笔记》反映出来的历史研究中，马克思发现隐藏在国家制度形式背后的是私有财

产形式的差异，意识到后者对前者的决定性作用。作为这一观点典型范例的，是马克思对欧洲反动派捍

卫旧的国家形式的政治主张及其维护的“长子继承权”之间内在联系的指认：“反动分子的情况同样是如

此。长子继承权是国家的法律。国家需要长子继承权的法律。”［2］（P368）基于《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的

历史研究，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揭露了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依托的“私有财产的神秘主

义”的秘密：在黑格尔法哲学的体系中，地产这种特殊的私有财产，一方面在市民社会中作为“可以让渡”

的私有财产受市民社会中私法的约束；另一方面，它又能超乎于市民社会之上，在国家法中作为不能“让

渡”且实施“长子继承权”的独立存在，成为政治国家的构成原则［3］（P126-127，134）。在此基础上，马克思

发现，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正是借助对地产的含混理解论证了“过着自然伦理生活的等级”依托地产这种

私有财产形式对政治国家进行统治的合理性；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私有财产的宗教”［3］（P117，128）。

马克思据此不仅深化了对市民社会内部私有财产关系同政治国家之间内在联系的理解，而且它同时意

味着马克思已经得出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观点的具体化运用，也由此昭示着马克思在市民社会解剖

基础上批判私有财产的研究思路。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虽然明确了私有财产作为“市民社会的基础”的重要地位，但是他此时的

批判逻辑——从“公民”与“私人”的分裂出发，进而在货币异化基础上批判“利己的人”——还不足以实

现对私有财产关系的深入剖析。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指出，“私人”和“利己的人”作为“市民

社会的成员”，是市民社会中单子式的自由的承担者，而这种意义上的自由在实际应用层面就是“私有财

产这一人权”［3］（P182，183）。换言之，“私人”和“利己的人”这两个概念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它们

只是私有财产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经过理论折射后的副产品，是私有财产的抽象化表达。马克思对

它们的批判只是抓住了私有财产的“副本”，还未能在解剖市民社会内部经济关系基础上实现对私有财

产的深入剖析，这一问题要在《1844年手稿》中才能得到有效纠正。

青年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批判还同当时理论界的相关争论密切相关：德国思想界关于“地产析分”

问题的争论、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思潮对市民社会内部矛盾的揭露等共同构成了马克思面对

私有财产问题的理论语境。其中，蒲鲁东和他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尤其值得关注。该书出版后，在遭

到资产阶级理论家批判的同时，也在私有财产批判问题上启发了当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在莱

茵河彼岸，《什么是所有权》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得到了德国激进知识分子的高度赞扬：赫斯在讨论欧洲的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时，曾特别强调蒲鲁东的“所有权就是盗窃”命题在批判私有财产上“击中了要

害之所在”［4］（P115）。青年恩格斯亦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中指出，《什么是所有权》以“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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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和真正的科学研究”阐明了私有财产制度引起的“竞争、道德沦丧和贫困”问题［3］（P484）。某种程度

上说，蒲鲁东在所有权批判意义上展开的私有财产批判，既启发了青年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性研

究，又成为巴黎时期马克思私有财产批判的重要理论参照和实际上的理论竞争对象。因此，以蒲鲁东的

所有权理论以及马克思对其的批判为参照，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体会《1844年手稿》中的私有财产批判

相对于蒲鲁东等当时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科学性，澄清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通过批判私

有财产所实现的理论进展背后的真实内涵，有助于合理确定该手稿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的理论

定位。

二、蒲鲁东的私有财产批判及其对马克思私有财产批判工作的促动

在对蒲鲁东的生平和思想作盖棺论定的《论蒲鲁东》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什么是所有权》是蒲鲁东

写过的“最好的著作”，且曾经起到过“划时代的作用”［5］（P55）。与马克思的这一评价遥相呼应的是，在

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发展和蒲鲁东思想的后续传播过程中，《什么是所有权》的影响力和受推崇程度也远

超蒲鲁东的另一重要著作——《贫困的哲学》。可见，《什么是所有权》一书对所有权问题的研究在学术

史上有着不可否认的重要价值。概括地讲，蒲鲁东的所有权理论在私有财产批判上值得关注的要点有

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正义是蒲鲁东批判所有权的出发点。在《什么是所有权》中，蒲鲁东将正义视作“位居中央的

支配着一切社会的明星，是政治世界绕着它旋转的中枢，是一切事务的原则和标准”［6］（P54-55），是人类

社会运作的公理。在蒲鲁东看来，正义意味着“承认别人具有一种和我们平等的人格
················

”，而“社会
··

、正义
··

和

平等
··

是三个相等的名词”［6］（P268），即正义本身意味着人格关系上的平等（而非现实经济关系意义上的

实质平等），是社会的内在要求。正义构成了蒲鲁东所有权批判理论的根本原则和理论出发点。

其次，蒲鲁东从“先占”和“劳动”两方面揭露了资产阶级所有权理论的逻辑矛盾。在现代世界兴起

之初，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就已开始从所有权起源的意义上论证新兴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这种论

证呈现出两种路径：一是以格劳秀斯、普芬道夫为代表，从先占和“使先占具备正当性”的同意出发说明

私有财产的起源［7］（P146）；二是以洛克为代表，基于劳动促使个人人格注入“他所生产的物品”中，从而

将物品据为己有（即对物品的领有）的理论逻辑，以此证成私有财产的合法性［8］（P272）。自洛克之后，无

论是斯密、李嘉图将抽象劳动视为价值源泉的主张，还是费希特和黑格尔以“承认”范畴补充劳动所有权

理论的做法，都延续了洛克劳动所有权理论的思路，可以看作对洛克劳动所有权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

展。从本质上说，这种经劳动领有物品来论证所有权的做法，实际上是把劳动者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所有

权和资本无偿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剥削机制混在一起了，其背后的逻辑思路是以含混的“劳动”概念来

掩盖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然而，蒲鲁东的批判并未击穿资产阶级所有权理论赖以依托的含混的“劳

动”概念，只是在逻辑上指出了资产阶级所有权理论的矛盾：就先占来说，它只能导致对物品的占有这一

事实现象，人们可以“以先占人的名义”占有物品，但这里最多只“存在着一些占有的根据，而不存在任何

所有权的根据”，因而先占不能创造对物品的所有权，法律对先占事实的确认本质上是越级创造了所有

权［6］（P105）。就劳动而言，资产阶级理论家提出的“劳动创造所有权”理论是一种循环论证，这种论证方

式已经将劳动者对劳动资料的所有权当作前提了。另外，劳动者可以“享有他的劳动果实”，也就是取得

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但是不能由此得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6］（P141）。

最后，在《什么是所有权》中，蒲鲁东将“所有权就是盗窃”这一命题在现实社会关系意义上归结为地

租、利润和利息三种不劳而获的收益形式对劳动者的剥削。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利润的研究

中，蒲鲁东把利润理解为劳动者付出的劳动和资本家给付工人工资之间的余额，即“所有权把产品卖给

劳动者时所要求的售价高于它收买这产品时所付给劳动者的代价”，故而利润本质上是资本家没有付给

工人应得的劳动报酬所造成的产品售价高于成本的结果［6］（P231）。在此基础上，蒲鲁东设想了取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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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的“自由”制度：在这一理想社会中，资本应当成为社会而非私人的财产，工人的劳动应当导致对财

富的平等占有，即“按照他的劳动的比例”拿到相应的工资［6］（P154）。如此一来，社会作为财富的所有者

就成了“抽象的资本家”，每个个人则成为为社会打工并取得自己劳动所得（即蒲鲁东所讲的“工资”）的

工人。蒲鲁东试图通过小私有者占有自己劳动产品的财产形式废除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依托所有权

对劳动者的剥削，在废除所有权的过程中进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最终建立一种在社会监督下的普遍

化的小资产阶级私有制。从本质上说，蒲鲁东的这一主张实际上是从资产阶级劳动所有权理论所依托

的含混的、理想化了的劳动出发来批判现实市民社会中资本、地产等私有财产的不同形态，仅仅体现了

资产阶级所有权理论内部的对立，未能实现对资产阶级所有权理论和私有财产合法性的彻底颠覆。马

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以异化劳动批判私有财产的理论工作，摧毁了资产阶级所有权和私有财产的合

法性根基，直接意味着对蒲鲁东在私有财产批判问题上所存在的上述理论局限的超越。

尽管蒲鲁东的所有权理论在私有财产批判问题上存在着诸多理论局限，但在马克思对私有财产问

题的早期探索历程中，蒲鲁东却发挥着“同路人”的作用：

一方面，蒲鲁东的所有权批判对马克思关注私有财产问题、研究当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具有

直接的推动作用。在巴黎时期展开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之前的文本中，马克思提到蒲鲁东的地方有两

处：一是在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争论中，马克思指出，面对法国社会主义者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

别是“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即《什么是所有权》），只有经过“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才能谈得上对它

们的批判［1］（P295）。在物质利益难题直接显现出来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捍卫穷

人捡拾枯枝的习惯权利的做法，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从古老的先占原则出发论证所有权的尝试。考虑到

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对资产阶级所有权理论逻辑矛盾的说明，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马克思

要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了。同时，对苦恼于物质利益难题的马克思而

言，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从法权视角出发、基于对现实社会关系的考察得出的所有权批判理论促

使他继续深入到客观的社会关系中去，在对私有财产问题的研究中回答物质利益和理性国家的冲突问

题。另一处是在1843年9月马克思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在比较当时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思潮的过程中，强调以蒲鲁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潮同“真正的人的本质”的实现相关，同时指出，共产

主义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9］（P64-65）①。马克思此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评价的差异，既印证了《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试图将德国人本主义的宗教政治批判与法国社会主义的

私有财产批判统一起来的理论诉求；又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好感反映了马克思对相关理论家的著作和思

想采取的更加积极的态度。这样一来，蒲鲁东对劳动和资本对抗关系的揭示、圣西门派对现代工业的历

史力量的把握、傅立叶派对需要问题的论述等法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成就便进入马克思的视线中，从而在

《1844年手稿》和《巴黎笔记》文本内部所进行的理论建构工作中起到各自的作用。

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处于一种想要在市民社会解剖中批判

私有财产而不能的尴尬境地，公民与私人对立和货币异化的理论逻辑无法同对现代市民社会中私有财

产关系的批判性考察统一起来。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对所有权的批判，尽管从主导逻辑上看主

要是一种基于平等正义原则的法权批判，但其中毕竟涉及对市民社会内部经济关系的考察，特别是揭露

了资本家对工人工资的克扣问题。蒲鲁东对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关系的研究，既意味着一种比公民与私

人的对立更深刻的理论逻辑，推动着马克思在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关系意义上思考开展私有财产批判

① 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克思早期理论探索的语境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概念有着不同的所指。具体来说，社会主义具有人本主义哲学

色彩，主张对资产阶级私有制进行改良，并不追求彻底变革资产阶级社会；而共产主义则更多同无产阶级运动联系起来，提倡“财产公有”的激进

主张。在1843年9月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将傅立叶和蒲鲁东视为“社会主义”者，将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视为“共产主义”者，并对社会主义作

出了更高的评价［9］（P64）。可与之印证的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也将19世纪40年代理论语境中以傅立叶、欧文为代

表的“社会主义”指认为“资产阶级的运动”，并将以卡贝、魏特林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表述为“工人的运动”［10］（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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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路径问题，又作为一种“从经济学内部”批判私有财产的理论话语［11］，促使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

第一笔记本后半部分反思其理论局限（停留在国民经济学内部批判国民经济学）的过程中，尝试跳出国

民经济学的“前提”“语言”和“规律”，进而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理论的启发下制定全新的私有财产

批判话语的理论工作［12］（P45）。

三、基于异化劳动理论的私有财产批判

在《1844年手稿》研究的学术史上，异化劳动问题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其中对异化劳

动理论的方法论来源的说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关系的争论等都是学术研究中备受关注而又充

满争议的问题。回到马克思创作《1844年手稿》的理论语境中，我们可以发现，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是建

立在第一笔记本三栏写作过程中对市民社会内部结构和历史发展的说明基础之上的，特别是与地租部

分对现代市民社会中两大阶级对立关系形成的历史考察直接相关。

在对工资和资本利润的考察中，马克思指认了市民社会的经济运行中工人必然处于贫困状态的事

实，并将这一事实同“分工的扩大”和“资本的积累”联系起来［12］（P9），强调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要指斯

密）展开的分工的扩大导致财富积累的“自然状态”同工人贫困的现实状态之间的对立［13］：“按照国民经

济学家的意见，工人的利益从来不同社会的利益相对立，社会却总是而且必然地同工人的利益相对

立”［12］（P12）。这样一来，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关系就成为马克思讨论工人贫困问题的切入口，但马克

思并没有仅停留于对两者对立关系的指认上，而是强调贫困同市民社会中现实劳动的内在一致性，即

“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12］（P13）。这种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出发研究劳动和资

本的对立关系、探求工人贫困问题产生原因的思路，构成了马克思之后以异化劳动批判私有财产观点的

萌芽。在此基础上，面对国民经济学和蒲鲁东对待市民社会内部贫困问题的两种立场和思路，马克思尝

试为自己从现实劳动出发批判私有财产的研究工作提出两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其一，国民经济学

“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的理论作法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怎样的理论价值？其二，以蒲鲁

东为代表的尝试以“提高工资”和实现“工资的平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改良方案，犯了怎样的理论错

误［12］（P13）？因此，在直接意义上，国民经济学和蒲鲁东的所有权理论就成为马克思在第一笔记本后半

部分以异化劳动理论批判私有财产过程中主要针对的理论对象，而在更深层次意义上，对国民经济学捍

卫私有财产的作法和蒲鲁东“细小改革”私有财产方案的有原则高度的超越则成为马克思着力实现的理

论目标［12］（P13）。

在地租部分的讨论中，马克思转而说明市民社会中两大阶级之间对立关系的历史形成问题：他指

出，随着现代工业和市民社会中竞争关系的发展，在地产被“卷入私有财产的运动”进入市民社会并“转

化为商品”的过程中，旧贵族“彻底没落”了，“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了，以斯密为代表的

国民经济学家指认的市民社会中的三大阶级最终转化为两大阶级［12］（P40-42）。在现代市民社会中，地

产也成为资本，私有财产或者说工业资本对工人阶级的统治构成了两大阶级关系的根本内容。与此同

时，马克思还回顾了自己自《莱茵报》时期便开始关注的地产析分问题，发现了地产析分作为资本为实现

其垄断统治所采取的消灭封建地产的手段的秘密，认识到地产分割中封建地产的消灭、土地所有者阶级

的解体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从而在对私有财产历史运动的考察中最终勘破了黑格尔国家学说

中“私有财产的神秘主义”的秘密。借助地租部分中对市民社会阶级关系历史形成过程的初步考察，马

克思深化了《德法年鉴》时期已经触及的对现代工业历史力量的认识，更为明确地意识到现代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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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民社会内部阶级结构的塑造作用①。这种历史性研究的思路，让马克思用来批判私有财产的理论工

具——“异化劳动”——拥有了现实历史的视野和路径。

据此理解马克思在第一笔记本后半部分以异化劳动批判私有财产的理论工作，我们可以认识到，马

克思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的追问，是一种在历史性地呈现私有财产本质来历的基础上，彻底颠覆

私有财产的无历史性及其自然合法性的理论尝试，其中并不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其一，作为对以蒲鲁

东为代表的私有财产批判思潮的回应，马克思以异化劳动批判私有财产的作法，意味着一种理论上的推

进——当蒲鲁东把所有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和封建地产）当作市民社会内部矛盾和贫困问题

的原因时，马克思则通过异化劳动揭示私有财产历史来历并据此批判私有财产。其二，建立在对市民社

会内部结构和历史发展分析基础上的异化劳动理论，本身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维度，据此揭示私有财产

的历史来历，发现私有财产建立在异化劳动基础上的秘密，能够击碎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赋予私有财

产的无历史性和自然永恒性的幻象。其三，在经劳动而领有产品的理论逻辑中，资产阶级理论家将劳动

者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和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混为一谈了。通过将国民经济学视域中的“劳动”

本质性地归结为“异化劳动”，马克思破除了资产阶级私有财产观念赖以依托的“劳动”概念的合法性，在

对异化劳动四重规定性的分析中揭露了私有财产背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实现了对私有财产和资

产阶级私有财产观念的彻底颠覆。

站在这样的理论高度上，马克思也就能够回应自己在第一笔记本前半部分提出的理论问题，并指出

国民经济学和蒲鲁东所有权理论的问题所在了。基于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明确意识到劳动（工资）和

私有财产的同一性；换言之，工人从资本家手中获取工资的关系无非是“劳动异化的必然后果”，劳动者

获取的工资恰恰是工人被资本家统治的最佳证明：“在工资中，劳动并不表现为目的本身，而表现为工资

的奴仆。”［12］（P58）因此，在现代私有财产关系中，资本和本质上乃是异化劳动的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统

一关系是私有财产关系的实质内容，而国民经济学家和蒲鲁东的问题恰恰在于他们忽视了这一点：以私

有财产为前提的国民经济学，尽管也“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也就是从劳动价值论出

发，从劳动所有权理论对私有财产的论证出发），但是它却“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

提供了一切”［12］（P57）。蒲鲁东则从国民经济学在劳动和私有财产问题上的矛盾问题中，“得出了有利于

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12］（P57）。换言之，蒲鲁东和国民经济学家一样，从本质上是异化劳动的

“劳动”概念（即立足于异化劳动的劳动价值论）出发探讨私有财产问题：国民经济学家根本不承认私有

财产存在内在矛盾，对作为自身理论出发点的“异化劳动”抱有一种理论无意识的态度。他们试图以实

际上是异化劳动的“劳动”概念来证明私有财产的自由、平等的虚假本质，以此来掩盖私有财产背后资本

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蒲鲁东在所有权批判过程中发现了私有财产的矛盾，但他也没能意识到国民经济

学依托的“劳动”概念本身存在问题，他的批判逻辑只是从国民经济学中理想化私有财产的一方面——

“劳动”（劳动者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出发来反对国民经济学家刻意掩盖的私有财产的另一方面

——“资本”（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因此，蒲鲁东以平等工资（平等的个人占有）来取代私有财产（所

有权）的方案，并未意识到私有财产内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他只是用私有财产中“劳

动”（异化劳动及作为其直接表现的工资）的一面反对“资本”的一面，仅仅体现了私有财产内部的对立。

据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蒲鲁东的工资平等方案在改造社会关系的意义上无非是要达到这样一种

结果，即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立关系改造为作为所有者的社会是“抽象资本家”、社会全体成员合法

①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主要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从两个方面初步确证了现代工业的历史力量：一方面，马克思开始结合工

业的历史发展理解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差异，指出德国和英法之间现代工业发展程度的差异是造成它们之间历史发展阶段性差异的原因：“在法

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在德国，问题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3］（P204）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无

产阶级的产生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结果，进而提出以“否定私有财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德国解放的途径［3］（P213）。在此过程中，工业对现

代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关系的塑造作用为马克思所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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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即获取工资）的关系，也就是“使今天的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对劳

动的关系”［12］（P58）。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以一种空想的形式再度重现，而私有

财产并未得到真正的扬弃。因此，蒲鲁东的工资平等方案只是一种追求“细小改革”的改良主义方案。

立足对蒲鲁东改良主义方案的批判，马克思提出了以“政治形式”和“普遍的人的解放”之间的内在统一

为本质内容的工人解放运动，来扬弃私有财产背后的“人类奴役制”的方案［12］（P58）。这一方案立足异化

劳动理论、以私有财产蕴含的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奴役关系为批判对象，是一种追求彻底扬弃私有财产的

实践方案。对这一方案具体内涵的详细论述，是马克思在第三笔记本中所作的主要工作之一。

总之，马克思借以批判私有财产的异化劳动理论，已经具备了现实社会历史的维度，也就能够在开

启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初揭示私有财产背后劳动和资本的对抗关系。以蒲鲁东的所有权理论为参照，结

合马克思对蒲鲁东在其所有权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工资平等方案的批判，我们可以更为精确地指认马克

思在《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中制定的异化劳动理论在私有财产批判上取得的理论进展：相较于蒲鲁

东从“劳动”出发批判资本、地产等私有财产形式的理论逻辑，马克思将国民经济学视域中的“劳动”理解

为“异化劳动”，进而将私有财产归结为异化劳动的结果，能够更为深刻地揭露现代市民社会中劳动（及

作为其“必然后果”的工资）和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层面的统一性，从而真正实现了对私有财产和资

产阶级私有财产观念的彻底颠覆。与此同时，借助对蒲鲁东的平等工资（平等的个人占有）取代私有财

产方案的批判，马克思发现了蒲鲁东在私有财产内部批判私有财产的局限性，揭露了蒲鲁东所有权理论

的改良主义实质，从而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开展之初就实现了对蒲鲁东所有权理论的超越。

四、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与私有财产的历史进展

与第一笔记本有关资本战胜地产过程中三大阶级转化为两大阶级的历史叙事类似，马克思在第二

笔记本和第三笔记本的“第1部分”中又一次展开了对资本战胜地产、动产战胜不动产历史过程的考察。

两次历史叙述有着共同的讨论对象，但在理论目的、理论高度等方面却存在差异。就理论目的看，马克

思对现代私有财产历史来历的再次追问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问题本身，而是从属于无产阶级政治经济

学理论体系的创构；就理论高度而言，在以异化劳动理论实现了对私有财产天然合法性的彻底颠覆后，

马克思转而立足于劳动（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新高度重探现代私有财产（工业资本）的历史

来历，并反过来为批判私有财产的异化劳动理论给予更加科学的论证。

在第一笔记本的后半部分，当马克思基于对异化劳动四重规定性的分析得出私有财产不过是异化

劳动的后果或产物时，他也就彻底证伪或颠覆了国民经济学全部概念体系得以展开的理论前提——无

历史性的或永恒性的私有财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即依据新的理

论前提，重构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体系①；这个必须重构出来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显然不再是资产阶级的政

治经济学，而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1844年手稿》，尤其是该手稿的第

一笔记本看作《资本论》研究课题的理论发源地［14］。然而，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在真正进入《资本论》研

究课题之前，必须首先解决两个理论任务：其一是“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

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其二是异化劳动是如何发生的［12］（P58-59）。这两个问题

综合起来，实质上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追问资本主义的历史来历，而这两个理论任务的必

要性在于：只有搞清楚资本主义的历史来历，才能更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机制。

尽管在第一笔记本关于地租问题的讨论中，马克思已经对现代私有财产关系的历史起源作过考察，

但那时马克思既没有形成异化劳动理论，也没有提出重构国民经济学的重大课题，因而不能从异化劳动

① 马克思指出：“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

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12］（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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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私有财产的关系出发展开历史的叙事。这两个理论任务的提出，意味着马克思将要在异化劳动形成

史和劳动（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史的意义上重新考察现代市民社会中私有财产关系形成的历史过

程。就异化劳动形成史而言，由于马克思更多的还是像国民经济学家一样在“劳动社会性”和“财富生产

的一个主要动力”的意义上，即在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意义上来理解“分工”［12］（P131），因而在《1844年手

稿》中，马克思并未能解决第二个理论任务。对异化劳动何以发生的理论任务的解决是在《德意志意识

形态》中：此时，马克思跃出了“技术性分工”的狭隘视野，发现了分工的社会关系或生产关系属性，从而

以作为历史哲学范畴的“自发分工”揭示了劳动之成为异化劳动并导致私有财产的根源①，并在对自发分

工从农业与手工业、行会手工业与商业到城市产业活动分工历史演进的分析中，揭示了私有财产从土地

不动产、等级资本、流动资本（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的历史进程［15］（P556-567）。

就现代市民社会中私有财产关系即以工业资本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形成史而言，马克思

是从经济史（第二笔记本）和经济学说史（第三笔记本的“第1部分”）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的。

其一，在第二笔记本中，围绕租地农场主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相互攻击，马克思在经济史的场域中

揭示了动产战胜不动产、资本战胜地产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明确指出，私有财产关系包括“作为劳动

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12］（P63）。这一判断意

味着马克思此时对私有财产关系的历史考察，是在认识到现代市民社会中劳动和资本对抗关系普遍存

在的基础上，要对这一关系的形成展开分析。如此一来，劳动和资本之间关系的线索就内蕴于马克思的

历史叙事之中了。在该笔记本中，这一历史叙事展现的并不是从封建社会的私有财产（土地不动产的私

有财产）到资本主义的现代私有财产（资本动产的私有财产）的历史，而是从以租地农场主为代表的农业

资本主义到以工业资本家为代表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因此，马克思强调，“私有的不动产和私有的

动产之间的差别”是“历史的差别”，“而不是基于事物本质的差别”；它们分别代表的乃是资本主义发展

的两个历史阶段［12］（P64）。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一方面，这种差别体现在产生两种私有财

产形式的劳动之间的差异上，即前者与租地农场主组织的农业劳动有关，而后者则体现为工业资本家主

导下的工业劳动。另一方面，差别还体现在它们与封建主义的关联度中，即由于租地农场主不过是尚未

彻底摆脱封建贵族身份的资本家，农业资本主义还是以封建地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因而劳动还依然

“具有表面上的社会意义，现实的共同体的意义”，而作为财产本质的劳动还依然被土地的自然属性和共

同体的社会属性的外观所掩盖［12］（P64）；工业资本家则相对彻底斩断了与封建所有制及其社会观念的关

联，因而作为“获得自由的资本”的动产鲜明地体现为劳动的产物，劳动日益脱离了自然和共同体的外观

而现实性地成为“财富的源泉”，成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最终产生了作为“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

形式”的工业资本的统治［12］（P64，67，74）。正是现代工业发展推动的动产对不动产的历史性胜利创造了

现代世界和“资本的文明”［12］（P67）。在第二笔记本残存部分的最后，马克思提示性地描述了动产战胜不

动产的历史进程的内在逻辑，即从劳动和资本之间“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演变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继

而转化为二者各自同自身的对立［12］（P68）。它意味着，马克思不仅将对经济关系的研究融入对历史进程

的考察中以呈现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来历，而且还意识到必须进而在经济史的现代进程中，揭示现代私

有财产关系包含的劳动与资本、工人与资本家相互关系的历史性进展。

其二，在第三笔记本的“第1部分”，马克思从经济学说史的维度出发，分析了现代私有财产即工业资

本的历史性生成。直接地看来，在该文本中，马克思紧扣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围绕对财富本质的不同

见解，分析了从货币主义与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到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演进，勾勒出最初由国民经济学确

① 马克思指出：“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5］（P536）马克思的这一

论断意味着：就以自发分工为基础的活动而言，它就是异化劳动；就以自发分工为基础的活动的结果而言，它一定意味着劳动产品在不同人之间

的不平等的分配，意味着私有制的生成。

··63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年第 2 期

立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轨迹。因此，该文本直接呈现出的是马克思对经济学说史理论进程的分析。但

是，内在地来看，马克思要追问的核心问题则是工业资本如何历史性地以现代私有财产的形式“完成它

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12］（P74）。因此，看似马克思是在描述经济学说

从货币主义与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到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演进，看似马克思是在描述财富的本质从与劳动

无关的外在性规定、作为特定的劳动的农业劳动到作为一般劳动的工业劳动的理论进展，但马克思真正

要说明的问题则是作为上述经济学说基础的从地产到工业资本的现实进展。换言之，在经济史中，私有

财产历经了从地产到工业资本的发展进程；在经济学说史中，即“在科学地理解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理

解劳动时，这一过程也在重演”［12］（P74）。这一重演的理论表现，就是围绕财富或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这

一核心问题，从货币主义与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到国民经济学的理论递进；对这一理论递进的回溯，可以

印证第二笔记本对工业资本家战胜租地农场主、动产战胜不动产、资本战胜地产的经济史阐释。因此，

我们看到，在第三笔记本“第1部分”的最后，马克思把经济学说史的回溯再度导向经济史的向度，指出

“地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而工业在历史上最初仅仅作为财产的一个特殊种类与地产相对立

……”，“而劳动起初只作为农业劳动出现，后来才作为一般劳动得到承认。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

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的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业资本

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一样。——我们看到，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

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12］（P74）。从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双重维度对现代私有财产制度

历史来历的初步分析，从宏观上规划了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重要理论环节的后续研究的基本路径和

基本方向。此外，在第三笔记本的后续研究特别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展开批判的过程中，马

克思立足于以异化劳动批判私有财产的理论立场，致力于呈现出私有财产批判和黑格尔哲学批判的内

在统一，从而在新世界观创立的思想探索过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马克思明确地意识到，黑格尔对自

我意识的理解和国民经济学家对私有财产的理解具有内在一致性：“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

立场上的。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

它的消极的方面。”［12］（P98）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旨在强调，黑格尔哲学本质上是在抽象思辨的意义上表达

了国民经济学对劳动的理解，并在自我意识的运动中思辨再现了异化劳动的现实。黑格尔的劳动确立

自我意识的理论逻辑同国民经济学家从含混的“劳动”（本质上是异化劳动）概念出发对私有财产合法性

的论证是内在一致的。他们都只是看到了劳动的积极方面——确立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体，没有看到

劳动的消极方面——市民社会中的异化现实。对黑格尔哲学和国民经济学内在一致性的发现，既表明

在私有财产批判和市民社会解剖工作的深入推进中，马克思已经能够进入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内部剖

析具体的经济关系，又证明马克思此时已经初步具备了结合现实经济关系考察概念范畴的能力。

在以劳动和资本为线索的私有财产历史运动的考察、对劳动作为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确证和私有

财产批判同黑格尔哲学批判内在一致性的指认的基础上，马克思尝试揭露蒲鲁东所有权理论的秘密：

“凡是蒲鲁东认为是劳动反对资本的运动，都不过是具有资本的规定即工业资本的规定的劳动反对那种

不是作为资本即不是以工业方式来消费的资本的运动。而且，这一运动正沿着胜利的道路即工业资本

胜利的道路前进。”［12］（P130）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初步发现了蒲鲁东所有权理论的社会历史基础：蒲

鲁东用平等工资取代资本的方案，只是对法国社会中工业资本逐步上升到统治地位这一历史过程的理

论表达罢了。蒲鲁东的理论失误同他对所有权的含混理解直接相关：在批判所有权的过程中，蒲鲁东将

对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依托所有权获得地租、利润和利息等各种形式的收益的批判作为自己所有权批

判理论的现实内容，但是蒲鲁东仅仅抓住了这些形式在剥削劳动者这一现象层面上的一致性，不能在对

市民社会的结构和历史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它们之间的历史差别。具体来说，在蒲鲁东这里，利润意

味着资本家对工人工资的克扣，是现代市民社会基本经济关系的体现，而地租和利息则是土地所有者和

金融家依托其垄断权力获取的收益，它们实质上是在前资本主义世界中就已存在的特权，蒲鲁东指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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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就是盗窃”的社会问题是把这三种收益形式混在一起了。因此，蒲鲁东用抽象的资本家（社会）

和工人（成为劳动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关系取代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关系的作法，只是在用理想的资

产阶级社会形态消灭封建的和金融资本的特权罢了。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蒲鲁东在面对阿

道夫·布朗基的质疑时，对自己的著作并非是要阻碍“资本的形成”问题上所做的澄清了①［6］（P34）。究其

实质来说，蒲鲁东从“劳动”出发的方案事实上起到了为法国工业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建言献策的作

用。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初步说明蒲鲁东所有权理论背后的社会历史基础，原因在于，在叙述私有财产的

历史运动和国民经济学的历史演进过程基础上，马克思已经开始尝试对作为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劳动

（异化劳动）的产生作出具体、历史的呈现了。借助对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历史确证，马克思进一步增强

了分析市民社会内部具体经济关系的能力，而要继续推进批判私有财产的理论工作，就需要在深入市民

社会内部结构和历史运动基础上解剖市民社会，并在揭露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背

后的社会关系内容过程中不断磨炼私有财产批判的方法论前提，从而走向科学世界观的制定和深化。

马克思此处对蒲鲁东所有权理论的进一步批判可以看作他为完成上述理论任务所作的初步工作，同时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马克思此处的批判只是在从社会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逐步增强的情况下，对蒲鲁东

所有权理论背后的社会历史基础所作的初步呈现，至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和彻底澄明，那是直到全

面批判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的《哲学的贫困》甚至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关文本中才得以最终完

成的。

五、建立在“经济的运动”基础上的共产主义

立足私有财产的历史运动，追问积极地扬弃私有财产的现实道路，是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第三笔

记本中关注的核心问题。在《1844年手稿》前期的理论工作中，马克思已经在以异化劳动批判私有财产

的过程中完成了对私有财产合法性的颠覆，并在动产对不动产历史性胜利的梳理中确证了劳动作为私

有财产主体本质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已经能够对第一笔记本涉及的扬弃私有财产和工人

解放问题进行系统阐发了。第三笔记本中关于共产主义的七个要点是这一理论工作的集中体现。考虑

到这七个要点涉及问题的丰富性以及主题和篇幅的限制，我们只能概括性地提及几个关键理论质点。

首先，基于对私有财产历史运动的把握和私有财产关系的结构分析，马克思批判了当时存在的几种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个中关键在于马克思对它们局限于私有财产内部批判私有财产的指认。就

社会主义思潮来说，马克思分别讨论了蒲鲁东、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社会主义：蒲鲁东虽然能够把劳动看

作私有财产的本质，但他只是重点考察了私有财产的“客体方面”——资本，从而只能提出以消除资本通

过剥削劳动获得的“收益”为主要内容的“细小改革”方案，无法在理解作为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异化劳

动”范畴背后蕴含的社会关系——以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抗关系为其基本内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

础上思考扬弃私有财产的科学道路［12］（P75）。圣西门和傅立叶则分别从劳动的某些特殊方式——工业

劳动和农业劳动出发，批判了导致“私有财产的有害性的根源”的“不自由的劳动”［12］（P75）。马克思指

出，这些社会主义思潮提出的扬弃私有财产的方案本质上和私有财产也就是人的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

条道路”［12］（P75）。就共产主义思潮来说，马克思指出：以巴贝夫、卡贝、德萨米、魏特林为代表的共产主

义所追求的私有财产的扬弃，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而卡贝式的追求废除国家政治方

案的共产主义也仍然处在“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12］（P75-77）。因此，当时存在的清除私有财

产弊病的社会主义思潮和主张财产公有的共产主义思潮都不能实现对私有财产的真正扬弃。

其次，马克思此时对共产主义的正面阐述，原则性地表达了彻底扬弃现代私有财产制度的本质性内

涵：以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之所以没有真正超出私有财产的界限，是因为：其一，“它还没有理

① 阿道夫·布朗基，著名法国社会主义者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的兄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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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其二，“它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

概念，但是还不理解它的本质”，即它还不理解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12］（P77）。就前者而言，私有财产还

只是被视作满足人自身欲望的手段与工具，它对私有财产的需要还不是人的需要，而只是动物性需要。

因此，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当然只能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并必然表现为私有财产的平均主义。基于对私有

财产的主体本质的先行论证，马克思已经深刻地领悟到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它不过是人的本质力

量的异化，因而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显然只能被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而这一扬弃的实质性内涵

就是把私有财产作为人的本质力量而重新占有它。在这里出现的是马克思对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的第

一点重要规定，即“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

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而且，马克思特

别强调，“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12］（P77-

78）。它表明，通过动产战胜不动产历史进程的考察，特别是对动产历史作用的发现，马克思已经能够对

私有财产进行现实剖析和历史评价了。就后者而言，以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都只看到了私有

财产制度的不合理性，却并不了解私有财产的本质——主体本质，即不懂得私有财产历史性地根源于异

化劳动，不懂得在历史性序列中私有财产不过是异化劳动的后果——只是在异化劳动导致了私有财产

之后，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同时存在的现实序列中，它们才表现为“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他们都

无法在历史性与现实性相互交织的高度上，把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引向对异化劳动的批判。这是他们都

仅仅局限于私有财产内部批判私有财产，从而把私有财产的扬弃仅仅解释为私有财产的平均主义的又

一重要根源。同样基于对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的先行论证，马克思必然把对私有财产的扬弃进而上升

到扬弃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的异化劳动的高度，即把扬弃私有财产提升到扬弃异化劳动的高度。在第

一笔记本中，马克思把异化劳动的基本规定展开为四重规定性，即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人的类本质以及

人与人的异化；而这四重异化归根结底不过是人与自然界（作为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的自然界）、人与人

相异化。如此一来，在第三笔记本对共产主义本质内涵的理论阐释中，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就合乎情理

地被表达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解决意味着自然

主义，人和人之间矛盾的解决意味着人道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这双重矛盾必须同时解决，因此，共产主

义的第二重内涵被凝练地表述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

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

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2］（P78）。

同时，马克思还认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建立在“经济的运动”也就是私有财产的运动的基础之

上［12］（P78）。对私有财产历史运动的理解，在关于动产对不动产历史性胜利以及劳动构成私有财产主体

本质的讨论中已经作出了，此时马克思所作的理论推进在于：将劳动的线索纳入对私有财产历史运动乃

至整个世界历史的理解之上，其中，对现代工业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指认成为马克思从劳动入手展开历史

叙事的支撑点：“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

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

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

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12］（P85-86）我们能够看到，经过以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的线索对

私有财产历史运动的深入考察，“劳动”已经不仅如马克思在第一笔记本中展现的那样，主要是他用以颠

覆私有财产合法性的理论工具，它还具备了历史观的内涵。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现

实的劳动总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就是工业生产方式）中展开的，它构成了人同自然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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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联系的客观中介①：在工业劳动的中介下，前现代世界中人对自然界的依附关系被打破了，自然界的秘

密愈发向人敞开，它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成为“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和“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是

人在世界历史中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并追求解放的客观前提［12］（P52，86）。因此，在人的劳动过程中，自

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具备了现实历史的内涵，世界历史也就作为“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实现了自

然史与人类史的内在统一［12］（P89）。可见，当马克思开始在世界历史意义上阐发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共

产主义运动时，“劳动”就不再仅仅是马克思批判私有财产的理论工具，它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具备的历

史过程性特征得以绽放出来，成为马克思考察世界历史的重要线索。换言之，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劳动的

线索，已经被马克思视为人的本质实现的现实基础了。如此一来，作为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

就是从以劳动为线索的“经济的运动”中内在生发出来的现实运动，而作为人的解放终极理想的共产主

义，也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12］（P85）。总之，借助在现代工业意义上对现实

劳动过程世界历史意义的阐发，马克思开始建构自己对世界历史的全新理解，这是他“走向历史的深处”

的新起点，并预示着一种新世界观的形成。

通过对马克思在第三笔记本中共产主义相关论述的梳理，我们看到了建立在“经济的运动”基础上

的、作为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和蒲鲁东以平等正义为原则、在从劳动出发批判资本的基础上构

想的“自由”制度之间的对立。相较于后者而言，马克思扬弃私有财产的理论方案建立对私有财产主体

本质——劳动（异化劳动）的历史确证及其蕴含的劳资对抗关系的具体揭露基础上，且借助对现代工业

历史意义的指认形成了从劳动线索出发的现实历史的观点，故而已经站在了科学的起点上。后续马克

思进一步走向“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探索，将在深化《1844年手稿》中私有财产批判、市

民社会解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辨析等理论工作的基础上，获得更加强有力的推进。

从马克思实现对蒲鲁东的思想清算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出发，回望《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对蒲鲁

东的评价，我们能够发现，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完成对蒲鲁东的彻底批判，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还不能明

确揭露蒲鲁东的唯心史观谬误、阐明其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这两个问题上。要在这两个问

题上完成对蒲鲁东的彻底批判，就必须在批判私有财产（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过程中深化对现实社会关

系的理解，提升在深刻把握现实社会关系基础上批判抽象概念范畴的能力。在写作《1844年手稿》之后，

出于批判鲍威尔兄弟的需要，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又一次探讨了蒲鲁东的所有权理论。在这一文本

中，马克思进一步揭露了蒲鲁东所有权理论所依托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发现鲍威尔兄弟秉持的“自我意

识”和蒲鲁东所主张的“平等”在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私有财产观念的哲学表达，从而在概

念范畴与社会关系的内在联系、市民社会解剖与意识形态批判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了《1844年手稿》中已

经开启的走向“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理论探索。因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

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成熟表达的唯物史观，正是《1844年手稿》中私有财产批判、市民社会解剖、资产阶

级意识形态批判和以蒲鲁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辨析等理论工作进一步深入发展的结果。

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马克思也就能够在《哲学的贫困》中完成对蒲鲁东的思想清算，这同时也意味着新

世界观的首次公开问世。在此之后，马克思理论工作的主要线索，就是立足现实个人的历史性实践活

动，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制定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科学理论——剩余价

值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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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s Initial Critique of Proudhon's Theory of Property And 
The Reorientation of the Critical Theory of Private Property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Bu Xiangji，Ren Zhiyo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critique of private property to dissect civil society, it deepens the under‐

standing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its historical movement of civil society during the process, and then em‐

bark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is constitutes a noteworthy and important context for 

interpreting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While an examination of this context ne‐

cessitates a keen focus on Marx's critique of Proudhon's theory of ownership. With this reference, a revisit of 

the logic of the critique of private property in the Manuscripts reveals the following theoretical advances 

made by Marx: by illustrating private property through alienated labor, he accounted for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private property and disproved its natural legitimacy; by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movement in which mov‐

able private property triumphed over immovable private property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he corroborated labor in essence being the subject of private property; by founding communism, 

which actively sublates private property, on the "economic movement", he unfolded the theoretical thread of 

labor practices; while advancing the critique of private property, he exposed the reformist nature of Proud‐

hon's theory of ownership and the practical basis of its service of industrial capital, and realized a principled 

theoretical transcendence of the socialist as well as communist trend represented by Proud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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